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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边缘区空间管制效果的产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基本农田保护区政策视角

陈世栋，袁奇峰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

摘要摘要：在城市区域化下，基本农田保护区（农保）成为都市区生态保育的重要空间载体及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依

据。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以镇和行政村为基本空间单元，研究了1997年以来基本农田保护区空间演变过程，

并构建指标体系，建立不同产权主体农保转用的数理模型，揭示农保政策对不同主体管制的差异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都市边缘区农保被大量转用，并以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为主；② 农保政策对不同主体的空

间管制效果差异较大，可分为管制有效型、集体转用失效型、国有转用失效型三种类型；③ 国有转用主要位于镇

区周边，是城镇化所需代价，集体转用主要分布于靠近城市中心而远离镇区的村庄；④ 区位及村庄对非农经济

收入的追求是农地集体转用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变迁因素影响并不显著。总之，基本农田制度对政府的管制有

效，对集体则失效，说明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不仅需要划定刚性的物理边界，还需协调集体产权所有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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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下，基本农田保护区已经成为都

市区主要的生态空间之一[1~3]，但面临着各行为主

体的侵蚀[4~8]。1997年以来中国的基本农田保护制

度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农田保护制度，但大多数研

究认为现行农保政策是失效的[9~12]。原因是在分税

制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冲动，加上以GDP增长

率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虽激活了地方经济发展

活力，但也造成了农地的过度性损失[13,14]。即便土

地管理部门实行了垂直管理，但其财政由地方政

府划拨，难以对地方政府的过度农地转用行为形

成有效监管，再加上大部分是事后监管而非事前预

警，导致了监管及执行成本过巨，农地违规转用难以

遏制[15]。部分研究还证明了地方政府（包括村集体）

是农地转用的主要主体，其占比达到了47.6%，企业

及私人占比为47%左右[4]。同时，也有研究认为由于

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性，农村集体土地也产生了大

量转用[16]，但对于集体转用数量、效果及内部机制的

研究，尚属于“黑匣”[17]。农村集体大规模转用涉及

大量土地违法行为[18]，现有研究有所关注，但不成

系统，对于其成因解析也仅仅停留在土地二元制

下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的结论 [15,19]。本文的实

证研究则证明，农保政策对各行为主体的农地转

用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对约束政府转用

行为有效，对约束集体转用行为则失效。

11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11..11 研究区域研究区域

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北部4镇为研究区域。4

个镇面积共 488.29 km2，占白云区的 73.43%，共

118条行政村，2013年农业户籍人口约36.90万人，

基本农田约 86.67 km2。北部 4镇地区是典型的都

市边缘区[20]，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土地利用变化

迅速，外来人口大量集聚，本地农业人口迅速非农

化。同时又存在大量的农业及生态性用地，是研究

城市、乡村、农民与农地相互关系的典型区域。本

文以4镇118村为样本，以各村的基本农田保护区

（简称农保）占比、农地转用量等数据为基础进行实

证分析。分别以镇和村为统计单元，研究1997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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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都市边缘区的农保政策实施效果，镇村农保转

用的产权主体行为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

11..22 研究方法与数据研究方法与数据

空间数据来源于国土部门的 1997 年及 2012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白云

区农经统计数据（2013）》。以 ArcGIS10.0 平台为

分析工具，首先，通过叠加分析，计算出每个村庄

1997年农地转化为2012年的建设用地量以及年均

转用的规模和速度。第二，计算出 1997年每个村

庄的基本农田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例。假设农保

面积占村域面积比例越高，该村农地越难以被转

用，即农保比例与农保政策管制效果成正比。第

三，计算农保转为 2012年不同权属（国有与集体）

建设用地的量及比例，表征农保政策对不同权属

行为主体的管制效果。第四，通过假设并设定相

关指标，求证农保管制效果镇村差异的影响因素。

22 基本农田的空间分布及演变

22..11 基本农田转用总体特征基本农田转用总体特征

1997年，白云区农保面积 112.43 km2，占农地

的 24.66%；4 镇农保面积共 112.31 km2，占白云区

比例接近100%，占4镇农地总面积的29.79%，占4

镇总面积的23.03%。1997~2012年，白云区农保转

用总量为 11.09 km2，农保转用量占 1997年农保总

量的 9.90%。2012 年，4 镇农保转用量为 10.88

km2，占白云区总转用量的 98.11%（图 1a），即农保

转用量几乎全在北部4镇地区。4镇的农保转用量

各有差异。太和镇的转用量最多，达到了 4.87

km2，钟落潭镇 3.35 km2，人和镇 1.34 km2，江高镇

1.31 km2。4镇农保转用量分别占2012年各镇建设

用地的 10.77%、8.63%、4.18%和 3.94%；农保的转

用程度（农保转用量/1997 年农保面积）分别为

14.70%、8.72%、6.08%和7.42%（图1b）。

从空间上看，无论是1997年还是2012年，基本

农田分布都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性（图2）。总体上

块状连片分布于江高镇西部、钟落潭镇中北部及西

部。在人和镇及太和镇的分布比较破碎，且从1997

年至2012年的变化来看，太和镇农保损失最多，钟

落潭镇及人和镇的中南部损失较多，而江高镇虽然

有所减少，但基本保持原有块状分布状态。

22..22 基本农田转用权属分布基本农田转用权属分布

城市与乡村对农地转用均产生需求，两者分

别对应国有及集体产权[21]。从白云区层面看，农保

转为集体建设用地达到 8.36 km2，占 75.38%，转为

国有仅 2.73 km2，占 24.61%。4镇农保转用情况与

白云区整体相似，集体和国有比例分别为 78.42%

和 21.58%。但内部差异较大，太和镇和钟落潭镇

集体转用的比例分别为 84.95%和 90.08%；江高镇

集体转用也占大部分，达到了58.67%，但人和镇集

体转用仅为44.86%。

总体来看，集体转用是农保规模缩小的主要

原因。城市化必然需要大量的农地转为建设用

地，但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农村除

了必要的宅基地转用外，实现空间非农化需通过

政府的征地程序[22]，研究区域大量农保集体转用与

相关政策相冲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之下[23]，

依然存在大规模的农村集体及农民个体的转用行

为，原因值得深入剖析。

33 基本农田转用的原因分析

33..11 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假设农保政策对土地用途管制是有效的，即

图1 1997年至2012年农保转用量（a）及其占2012年建设用地和1997年农保比重（b）

Fig.1 The amount of basic farmland converted to constructionland from 1997 to 2012(a) anditsproportionsaccounted

for basic farmlandin 1997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201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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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村的农保面积占村域面积越大，农地越难以

被转用。按照假设，求取各村农保面积比例，定义

为农保管制因子；求取各村农保转用量占各村

2012年建设用地比例，定义为农保转用因子，求取

两者的数量关系；求取各村农保转用中集体转用和

国有转用的比例，分别定义为集体转用因子和国有

转用因子，求取2种权属转用与农保管制因子的关

系，表征农保政策对不同产权主体的管制效果。

33..22 不同空间及权属主体农保转用模型不同空间及权属主体农保转用模型

3.2.1 整体及产权差异模型

从农保管制因子与农保转用因子关系看，两

者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农保管制因子数值

越大，农地转用量越小。两者的函数关系：

Y=-0.248X+0.487，初步证明农保政策对农地的转

用行为具有约束作用，但农保政策对不同权属农

地转用行为约束有何差异？有待进一步实证。

同理，构建农保管制因子与国有及集体转用

因子的函数，均呈对数函数关系（以幂函数、对数

函数、指数函数、多项式等函数为拟合模型，经检

验，对数函数模型的所得相关系数最高）。农保管

制因子与国有转用的函数关系是：Y=-0.136ln(X)+

0.092，两者为负相关关系，即各村农保占比越大，

国有转用量越小，说明农保政策对国有转用存在

较好的制约作用。农保管制因子与集体转用的函

数关系为：Y=0.127ln(X)+0.863，两者呈正相关关

系，即农保占比越大，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也越

多，说明了农保政策对农地集体转用管制无效。

3.2.2 模型的4镇差异程度解释

对比发现 4镇农保管制效果存在差异。各镇

农保管制因子与农地转用因子关系中，唯有太和

镇呈现正相关，其它 3镇均为负相关，即农保政策

对太和镇管制整体无效，对其它3镇有效，用R2（相

关性程度）来表征管制效果，则3镇R2大小排序：钟

落潭镇>江高镇>人和镇。

农保政策对各镇不同产权主体的管制效果也

不一样。从农保对国有转用的管制效果来看，由

于4镇农保管制因子与国有转用因子均为负相关，

即接受原假设，表明农保政策对4镇国有转用管制

皆有效，以各函数方程自变量系数（拟合模型的斜

率）的绝对值代表管制效应程度，4镇国有转用管

制效应系数 A的排序是：At>Az>Ar>Aj（At、Az、Ar、Aj
为太和镇、钟落潭镇、人和镇及江高镇）。表明对

太和镇国有转用管制效果最佳，而江高镇的效果

最差。江高镇和人和镇国有转用管制效果不相上

下，分别为-0.558和-0.587，而钟落潭镇和太和镇

则分别为-0.893和-1.600，钟落潭及太和对国有转

用的管制效果是江高和人和的1.600倍到2.867倍

之间，而太和对国有转用的效果是钟落潭的 1.792

倍。说明国有转用行为发生在江高镇及人和镇要

易于太和镇及钟落潭镇。

从农保政策对集体转用管制效果来看，4镇均

呈正相关关系，即拒绝原假设，说明农保政策对各

镇的集体转用管制均无效。或者说农保面积越多

的村庄，农地转用反而越多。同样，用各拟合模型

的斜率来说明无效的程度，江高镇、人和镇、太和

镇及钟落潭镇的系数分别为 0.560、0.591、1.598和

0.890。对于集体管制无效的程度，太和镇最大，钟

落潭镇次之，人和镇和江高镇分别为第三和第四，

农地集体转用的强度，太和镇最大。

33..33 原因分析原因分析

为研究农保政策对不同镇街及权属转用效果

的差异，需要进一步分析各镇各村的区位、社会及经

济变迁对农保政策的影响。由于农保管制效果与农

地转用量之间具有等价关系，即管制效果越好，则农

地转用量越小，反之亦然，因此，以各村农地转用量

替代农保政策效果因子。对于农地的非农转用的原

因解析，选择以下几大因子进行实证（表1）。

因子一：区位因素。在城镇扩张波及效应下，

越接近城镇中心，农地转用规模越大、速度越快。

假设距城市中心区、镇区和主要交通干线越近，农

地越容易被转用。

因子二：非农收入因素。由于研究区域是自

图 2 1997年和2010年基本农田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basic farmland in 1997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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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发展地区，农村自发寻求农地非农转用以

获取土地租金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惯性，因此，假

设村庄集体的收入越高，且集体收入中村组经济

比重越高，农地越容易被转用。

因子三：社会因素。假设村庄外出务工人口

越多，农地越容易被转用。外出务工者越多，农地

就业及生活保障功能就越低，农民对农地的依赖

就越少，农民就会倾向于将农地出租或者转用。

3.3.1 总体权属特征及解释模型

以“农保转用”、“农保国有转用”、“农保集体

转用”为因变量，自变量分为上述三大因子17个指

标，分别求3个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关关系。从中

筛选出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 的 4 个指标，分别为

“村庄距镇区距离”、“村庄到区政府距离”、“农村

经济总收入”和“村办企业收入占村组集体经营收

入比重”，指标涵盖了“区位因子”和“经济收入因

子”，但“社会变迁因子”影响不显著，被排除。说

明都市边缘区的农保转用主要受到区位和经济收

入的影响。

分别用各类型曲线估计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

的拟合程度，发现线性函数在因变量与自变量之

间的拟合程度最高，所以选择线性方程进行建模，

获得了农保转用及不同权属转用之间的函数。

“农保转用”函数：Y=9.15X1-8.42X2+

3.18X3-957.96X4+174124.87 （1）

式（1）中，Y指农保转用量，X1指村庄距镇区距离，

X2是各村到区政府距离，X3指农村经济总收入，X4

指村办企业收入占村组集体经营收入比重。各村

距镇区距离和各村经济总收入与农保转用量成正

相关，各村到区政府距离和村办企业收入占村组

集体经营收入比重指标与农保转用量呈负相关，

说明各村离镇区越远，农村经济总收入越高，农保

越容易被转用。距镇区越远，镇级政府监管力度

越弱，转用的成本越低；离区政府越近，其农保转

用量越大，由于农保主要分布在远离区政府的边

缘地区，所以，离区政府越近而离镇区越远的村

庄，在接受广州市核心区辐射同时又可避免镇级

政府的监管，农保也越容易被转用。同时，农村经

济总收入越高，但村办企业收入占村组集体经济

收入比重越低的村庄，其农保转用量越大，说明，

经济收入提高的期望是造成农保转用的主要原

因，但农保转用中，并非用于村办企业的发展。

表表11 因子及指标描述因子及指标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factors and their indexes

因子

因变量

区位因子

经济收入因子

社会变迁因子

指标

1、农保转用面积（m2）

2、农保国有转用（m2）

3、农保集体转用（m2）

1、村庄距镇区距离（m）

2、各村到区政府距离（m）

3、距交通线距离（m）

4、农村经济总收入（万元）

5、人均收入水平（元/人）

6、地均收入水平（万元/hm2）

7、村办企业收入占村组集体经营收入比重（%）

8、村办企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比重（%）

9、人均村组收入水平（元）

10、劳均非农产业收入（元/人)

11、地均非农业收入（万元/hm2）

12、非农收入/农业收入

13、地均非农收入/地均农林牧渔业收入

14、抚养人口占比（%）

15、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

16、乡外县内占比（%）

17、县外省内占比（%）

均值

98420.93

28551.77

82597.01

8352.33

19516.01

459.56

11589.45

36652.05

33.75

25.65

12.42

12116.27

66168.18

76.10

20.92

9.88

38.83

24.40

55.32

22.06

标准差

1.50

49076.19

1.49

4102.86

4235.43

437.77

12681.76

32187.21

32.7

38.53

22.26

29671.66

1.01

133.67

158.87

18.91

18.45

23.65

32.23

25.46

样本量（个）

110

87

101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09

107

109

109

110

110

8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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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保国有转用”函数：Y=-2.40X1+49682.23 （2）

式（2）中，Y 指农保国有转用，X1指村庄距镇区距

离。17个指标均通不过显著性水平小于0.05的检

测，唯一接近的是村庄距镇区距离指标，其显著性

为0.059，略大于95%的置信水平，故本文采用此指

标构建两变量的回归方程，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

距镇区越近，农保国有转用量越大，国有转用受到

镇区扩张影响，且国有转用是政府行为，在空间上

安排于公共设施较好的镇区周边。

“农保集体转用”函数：Y=10.15X1-8.50X2+

5.48X3-994.74X4+128183.66 （3）

式（3）中，Y 指农保集体转用，X1指村庄距镇区距

离，X2是各村到区政府距离，X3指农村经济总收入，

X4指村办企业收入占村组集体经营收入比重。农

保集体转用与 4个指标的关系与农保总体转用趋

同，即“村庄距镇区距离”、“农村经济总收入”指标

与“农保集体转用”成正相关，另外2个指标呈负相

关。证明了距镇区越近的村庄，农保集体转用量

越小，原因一是靠近镇区中心的村庄，其农保分布

本来不多，二是镇区的监管力度较大，农保转用成

本较大。另一指标说明了对经济收入增长的追

求，是导致农保集体转用的主要原因，较好地解释

了本地区农保的转用主要是农民的行为，而非政

府行为。

另外，区位因子中“距交通线距离”指标对农

保转用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各村交通区位并不

是主要影响因素。在交通区位日渐均质化的情

况下，都市边缘区各村农地转用主要受到镇区发

展牵引。而社会变迁因子的各个指标与农保转

用关系均不显著，说明在都市边缘区，农村人口

结构、就业结构和就业地域类别总体上并未起到

重要影响。

3.3.2 各镇模型及影响因素差异

农保 2种权属转用的差异说明了各镇村发展

动力的差异。按照上述步骤，分别求取各镇的“农

保转用”、“农保国有转用”、“农保集体转用”等因

变量与 17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根据显著性水

平筛选主要指标，选择R2值最大的线性函数构建4

镇不同产权主体农保转用量与主要指标之间的函

数关系（表2）。

对于江高镇，农保转用量只与各村到区政府

距离成负相关，与其它指标相关性显著水平不

高。说明江高镇农保转用是靠近区政府的村庄的

行为。对于国有转用，显著性水平较高的是“距交

表表22 各镇不同权属农地转用模型各镇不同权属农地转用模型

Table 2 The models of farmland conversion to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owners in the four towns

分类

总体转用

国有转用

集体转用

镇区

1、江高镇

2、人和镇

3、太和镇

4、钟落潭镇

1、江高镇

2、人和镇

1、江高镇

2、人和镇

3、太和镇

4、钟落潭镇

模型函数表达

Y=4.266X-35098.970

Y=-48939.449+9.471X

Y=13.155X1-4781.871X2

Y=6.71X1+827.27X2+1548.03X3+4920.91

Y=-2.783X +42361.31

Y=8.205X-52620.60

Y=-6771.655+0.084X1+3.687X2

Y=0.27X1+2.4X2-0.37X3+681.99X4-8717.97

Y=12.57X1-5020.07X2+187037.91

Y=-11.76X1+8.12X2+1436.48X3+283335.12

变量解释及其显著性水平

X：各村到区政府距离（P:0.037）

X：农村经济总收入（P:0.006）

X1:农村经济总收入（P:0.009）

X2: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P:0.037）
X1:农村经济总收入（P:0.001）

X2: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P:0.055）

X3:县外省内务工占比（P:0.004）

X：距交通线距离（P:0.026）

X：农村经济总收入（P:0.019）

X1:劳均非农产业收入（P:0.001)

X2:村庄距镇区距离（P:0.005）
X1:各村到区政府距离（P:0.035）

X2:人均村组收入水平（P:0.045）

X3:地均非农业收入（P:0.026）

X4:抚养人口占比（P:0.010）

X1:农村经济总收入（P:0.016）

X2: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P:0.034）

X1:各村到区政府距离（P:0.050）

X2:农村经济总收入（P:0.000）

X3:县外省内务工占比（P: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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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线距离”指标，成反比，说明国有转用并不考虑

交通因素。对于集体转用，有“劳均非农产业收

入”及“村庄距镇区距离”2个指标在小于 0.001和

0.05 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对于江高镇各村

中，越远离镇区，非农经济越发达的村庄，农保转

用量也越多。

人和镇农保转用量主要与“农村经济总收入”

成正相关。国有转用也主要与该指标呈正相关。

但对于农保集体转用，与“各村到区政府距离”、

“人均村组收入水平”及“抚养人口占比”显著正相

关，与“地均非农业收入”显著负相关。说明了人

和镇远离白云区政府的村庄和村组收入越高的村

庄，集体转用越多；同时，需要抚养的人口越多的

村庄，也越倾向于集体转用，由于人和镇外出务工

人口的占比在 4镇中最少，农民立足于本地发展，

对外界信息掌握度较高，降低其农保集体转用的

成本。另一方面，集体转用越多的村庄其地均非

农收入水平却并非越高，说明人和镇农村非农经

济沿袭了传统低效的农村工业化路径。

对于太和镇而言，农保转用与“农村经济总收

入”指标成正比，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指标成

反比。即农保转用是农村追求经济总收入提高的

结果，但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其农保的转用越

低，说明部分村庄发展机会较多，农民倾向于留在

本村就业，事实上，太和镇是 4镇中农保转用量最

大的镇，与其它镇不同，太和镇同时受到白云区和

天河区的辐射带动，大量的外来人口集聚，导致了

其南部与天河区接壤、西部与白云区均和街接壤

村庄，如大源村、和龙村、石湖村大量的转用，村庄

非农经济发达。但各指标均与太和的国有转用相

关性不显著，原因是太和镇并非城市扩张的主要

方向。但太和镇的集体转用趋势与总体的转用相

似，都受到上述两个主要指标的影响，充分证明了

太和镇的农保转用以集体转用为主。

钟落潭镇的农保转用影响因素主要为“农村

经济总收入”、“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及“县外省

内务工占比”，三者与因变量均为正相关关系。说

明钟落潭镇与太和镇相类似，不同的是，钟落潭镇

各村外出务工人口中，去“白云区之外广东省之

内”务工劳动力越多的村庄，其转用量也越高，原

因是钟落潭的集体非农经济相对落后，难以提供

足够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常年在外务工，倾向于将

农地出租或者交予村集体发展非农经济如开发小

产权房等。钟落潭的国有转用同样也与各个指标

相关性不大，但集体转用中，与“各村到区政府距

离”成反比，即各村距离白云区政府距离越近，农

保集体转用越多，说明受到了广州扩张波及效应

影响；与“农村经济总收入”及“县外省内务工占

比”指标成正相关，分析与前面趋同。

3.3.3 农保政策管制效果评价

综合上述分析，各镇农保转用产权差异的原

因均不同。从各镇 1997 年及 2010 年两轮农保面

积损失率来看，太和镇农保面积损失过半，其次是

钟落潭镇，损失达20.42%，两镇主要是集体转用所

致，国有转用导致的损失率不大。江高镇的农保

损失率最小，管制效果最好，人和镇次之，但两镇

表表33 基本农田制度实施效果产权主体差异基本农田制度实施效果产权主体差异

Table 3 The effects of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 policy to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in the four towns

镇街

江高镇

人和镇

太和镇

钟落潭镇

农保损失率

7.33%

11.55%

52.52%

20.42%

转用类型

农保转用

国有转用

集体转用

农保转用

国有转用

集体转用

农保转用

国有转用

集体转用

农保转用

国有转用

集体转用

管制效果

管制有效

国有转用失效

管制有效

国有转用失效

国有转用失效

管制有效

集体转用失效

管制有效

集体转用失效

集体转用失效

管制有效

集体转用失效

原因及评价

严格管制

广州城市核心区扩张所致；量少

四镇中集体转用量最少

政府行为（征地城市化）

广州城市核心区扩张所致；量多

集体转用较少

集体转用，农村主动城市化

国有转用少

主要为农村及集体转用

农民行为

国有转用少

主要为农村及集体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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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国有转用为主（表 3）。由于两镇是广州功能

外拓的主要方向，农保损失可视为快速城市化不

可避免的代价性损失[12]，虽然农保政策对政府行为

约束无效，但对集体行为约束总体有效。4镇农保

政策管制效果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是集体转

用失效型，太和镇和钟落潭镇大规模集体转用是

农村追求经济发展的结果，刚性的政策由于无法

协调农村集体利益诉求而导致失效。二是国有转

用失效型，主要是人和镇和江高镇，是城市扩张所

致。三是管制有效型，江高镇的农保损失率最小，

而且是国有转用为主，是满足城市化发展的必要

代价性损失，较好地管制了农地集体转用行为，农

保政策基本有效。

44 结 论

本文通过研究1997年以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

空间演变，探讨农保政策对不同产权主体的实施

效果，揭示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都市边缘区不同

产权主体的空间相互作用过程。

研究发现，研究区农保政策对农地国有转用

行为的管制是成功的，即农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城市扩张对基本农田的侵蚀，相对有效遏制

了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农保政策对农地集体转

用行为的管制是失效的，无法抑制农民及集体的

农地转用行为。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利用集体产权

模糊性，主动追求农地的非农转用，以获取快速城

市化带来的土地级差地租。说明刚性的土地用途

管制政策，由于缺乏相应的补偿机制，难以有效抑

制都市边缘区的农地集体转用行为。

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是，同处于都市边缘区

的 4镇，区位比较相似，但农保政策实施的效果却

大相径庭。由于基本农田产权主体在于集体，深

入剖析大都市边缘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及其对

农民行为方式的影响，是了解镇村农保集体转用

差异性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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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pace Control Policy to Different Types of Property RightsEffects of Space Control Policy to Different Type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ir Influences in Urban Fringe of Guangzhou,China:and Their Influences in Urban Fringe of Guangzhou,China:

A Perspective of Chinese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 PolicyA Perspective of Chinese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 Policy

CHEN Shi-dong，YUAN Qi-fe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set as the main

space control policy tool to constrict agricultural land converted to construction land since 1997,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pace carrier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to delimitate the urban growth bound-

ary in metropolitan area.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old their reservation of opinions to its real effect, the sys-

tematic empirical study about effect to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 owners is not in-depth enough. 118 administra-

tive villages in four towns were set as the basic spatial example units in north of Baiyun District,Guangzhou

City, to study the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 from 1997 to 2012, based

on the ArcGIS platform.Then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the basic farmland conserva-

tion area policy with three indexes, they are the proportions of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 accounting for

each villages, the ratios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1997 converted to state-owned and collective owned construc-

tion land in 2012 respectively, for the sake to reveal the space control policy’s effects to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 owners. Thirdly,the factors of the location, non-agricultural economic income and social change with 17

indicators, were imported to buil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to explore the space control policy’effects to differ-

ent property rights owners’behaviors and its influence.The study found that: 1) A 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land was converted to non-agricultural use in the fringe of Guangzhou City. Most of them were converted to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for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giving priority to collective indus-

trial land.Collective residential land is complementary, though it is forbidden by government. 2) The effects of

space control policy of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 are different between stated-owned and collective

owned holders. These effec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types: the successful controlling, the failure con-

trolling that leaded by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the failure controlling that leaded by state behavior. 3) The fail-

ure controlling that leaded by state behavior is mainly located in the township around.This is the cost of urban-

ization through land requisition. The failure controllingthat leaded by collective behavior is mainly located in

the villages close to the downtown and away from the township, with the aim to obtain city rent bonus while

avoiding supervision from town government. 4) The location and pursuit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from vil-

lage collectiveby illegally converting agricultural land to non-agriculture use are the two main factors, which

lead to policy control failure.But the social change factor is not significant. In short, the basic farmland conser-

vation area policy has restricted the conversion behavior from government effectively.But it is failure to con-

trol collective action. It suggests that the physical boundary of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 is not only the

strict delineation, the interests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owne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also.

Key wordsKey words: urban fringe; basic farmland conservation areas policy; control effect; property righ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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